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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问题的提出

洋务派经济集团
,

从十九 世纪七十年代起陆续创办了一批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民用性企

业
。

这些企业已经属于资本主义 的性质
。

所以有的同志说
: “

中国第一批资本主义企业

是由洋务派创办起来的
。 ”

既然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企业是由洋务派所创办
,

而在创办

这些企业的时候
,

又采取了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经营方式
,

那末
,

深入地研究
“
官督商办

”

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
,

就具有 了特别重要的意义
。

有的同志认为
: “

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中所建立的一些企业
,

直接的 目的在

于解决军事工业中所发生的困难
,

特别是为了解决
`
求富

’
问题

,

就是如何收集大量资

金
。

同时洋务派也开始意识到
,

船坚炮利 首先需要依赖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
。

所以
,

为

了解决这些 问题
,

洋务派就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
,

把官办企业转变成为官督商办
,

准

备扩大洋务运动的范围来应付
。 ”
这是

“

官督商办
”

经营方式产生的主观原因
。

但是 问题在

于
:

第一
,

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
,

首 先需要具备商品市场
、

劳动力 市场和货币资本

三个条件
。

假若
,

在中国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
,

资本主义性质的
“
官督商办

”
企业能够

出现吗 ? 第二
,

为什么当时的
“
商

”
肯于接受这种经营方式 ? 如果仅仅是洋务派提倡

,

而商股无从筹集
,

这种企业是否能够创办起来?

也有的同志说
: “

洋务派从
`图强

,

转向
`求富

, ,

从军事工业发展至民用工矿等

业的过程中
,

已逐步采取官商合作方针
,

尽量鼓励私人投资近代工业
,

并加以保护
,

以

资提倡
。 · ” 一 当时的 `

官督商办
,
或

`
官商合办

’

方式
,

已成为洋务派同私人资本之间

相互利用相互结合的一种方式
。 ”

这种提法也值得商榷
:

在当时究竟是洋务派大官僚被

民族资本所利用
,

还是民族资本被洋务派大官僚所侵吞 ? 这是需要深 入研究的
。

以上两种意见
,

为我们提出了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
:

其一是
“
官督商办

”
经营方式

出现的原因
;
其二是

“
官督商办

” 经营方式是促进了
,

还是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

发展 ?

为了解决上述 问题
,

我们选择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作为研究的对象
。

上海机器织布局
,

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纺织企业
。

它从一八七八

年开始筹建
,

几经波折
,

直到一八九 O 年才建成开工
。

开工后不久
,

于一 /又九三年十月

毁于火
。

通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研究
“ 官督商办

”
经营方式的历史作用

,

有一定 的 典 吧



性
:

第
一 ,

织布局创办时期
, “

’

言督商办
” 企业刚刚出现不久

,

许多人跃跃欲试
,

不少

商人资本被它吸引附股入局
,

于是它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
“
官督商办

”
企业

,
第二

,

织

布局由筹建到失败的历史
,

也就是
“
官督商办

” 经营方式由产生到破产的历史
。 “
官督商

办
”
经营方式的腐败性

,

伴随着织布局的发展与 日俱增
,

最后终于在人们心 目中破产
;

第三
,

此后一些商人开始独资创办企业
,

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
,

不 再完全受
“
官 督 商

办 ” 企业所垄断
。

虽然继续有
“

’

言督商办
” 的招牌 出现

,

而实质上是官僚私 人 企 业
。
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经营方式 已名存实亡了
。

二
、

要求相近
,

困难不同

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
,

中囚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
。

资本主义 国家的商品随着

大炮一起侵入了中国
,

使中国 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遭到破坏
。

中国自给自足 自然经济的坚固基础和最突出的体现
,

是所谓
“ 男耕女织

” 。

自从中

国的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
,

由于棉制品的大量输入
,

纺织副业在中国 自给 自足 自然

经济当中的重 要地位
,

开始 丧失
。

从进 口贸易上考察
,

开关后的四十余年内
,

中国消费洋货的最大宗
,

首推鸦片
,

其

次是棉制品
。

以发展趋势论
,

则以棉制品— 特别是纺纱的增加最为迅速
。

据估计
,

一

八四二年中国常年的输入物品约值二亿五千万元
,

其中鸦片占百分之五十五点二
,

棉花

占百分之二十
,

棉制品占百分之八点四
。

二十余年以后
,

棉花 ha 位便被棉制品所代替
。

按同治六年 ( 一八六七年 ) 全国进口总值六千九百三十万两 中
,

鸦片占百分之四十六
,

棉制品占百分之二十一
。

棉制品在一切进口物品中已跃居第二位
。

自此以后
,

棉制品进

口数量的增加和中国手工纺织业之衰落
,

都极为迅速
。

到光绪十一年 ( 一 /又/火五年 ) 进

口净值八千八百二十万关两中
,

棉制品以占百分之三十五 点七的优势
,

压倒鸦片 (占百

分之二十八点八 ) 而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
。

试观下表
:

棉制品进 口值与总进 口值之比较

五年平均
,

单位
:

千关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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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参阅严中平
: 《 中国棉纺织史稿》 ,

一

导言 )

棉制品进 口数量的激增
,

促使中国家庭纺织副业和城市手工纺织业解体
,

许多手工



业者和农民遭到破产失业
,

于是出现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
。

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

这种急剧变化
,

从洋务派大官僚到一般官僚
、

商人和买办
,

都有突出的感觉
。

李鸿章在

一八七六年说
: “

英国洋布入中土
,

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
,

实为耗财之大端
。

既已家喻

户晓
,

无从禁制
。

巫宜购机器仿织
,

期渐收回利源
。 ” ( 《 李文忠公全书》 朋僚函稿

,

卷十六
,

光绪二年正月二十六 日 《复沈幼丹制军 》 ) 此后
,

李鸿章于一八 /又二年
、

一八

九三年
、

一八九四年又屡次提到这些 问题
。

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主要创建人
,

买办商人郑观应也看到了
“

通商大埠及内地 市镇城乡

衣大布者十之二三
,

衣洋布者十之八九
” ,

因而 “
银钱外流

,

华民失业
” ,

于是他大为

慨叹地说
: “ 呜呼

,

洋货销流 日广
,

土货运销 日艰
,

有心人能不惩然忧哉 ! ” 因而他说

不能
“
坐视土布失业

” ,

要
“
筹一暗收利权之策

” ,

就是
“
设洋布厂

” 。

(参 阅 郑 观

应 《 盛世危言 》 卷三
, 《纺织篇 》 )

由此可见
,

不管是洋务派大官僚
,

还是买办商人
,

对资本主义商品输入的大量增加

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
,

都深为忧虑
;
并且都有设厂制造进行抵制的愿望

。

同时

也必须指出
,

李鸿章是从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地位出发
,

感到有
“ 购 机 器 仿织

” 的必

要
。

后来的事实充分证 明
,

他所进行的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抵制
,

并不是希望在中国发展

资本主义
。

郑观应则不同
,

他不仅看到
“
银钱外流

” ,

同时看到
“
华民失 业 ” .

以 及

“ 土货运销 日艰
” ,

他真诚地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
,

进行积极的抵制
。

不同的动机和 目的却导出了近似的要求
,

这也就成为他们所代表的两种势力可以暂

时成为
“ 同路人 ” ,

而最后却不得不分道扬镶的根本原因
。

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
,

就是在他们结合起来之前
,

不论是以李鸿章为 代 表 的

官
,

或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买办商人
,

谁都没有办成一个纺织企业
。

都想办
,

又都没有办

起来
,

原因何在 ? 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他们各 自的实际困难
。

首先
,

从洋务派大官僚方面看
。

一八七六年李鸿章在谈到创办织布局问 题 时 说
:

“
上年各处海防条陈多议及之

,

而苦于无人创办
。

黎召民再四讽劝
,

适有魏温云观察纶

先与弟世好
,

会计最精
,

商情最熟
,

挽令 出头承办
。

昨已赴沪
,

会集华商
,

查议节略
。

欲求如武穴开煤办法
,

由江直各筹公款十万金
,

定购机器
,

存局生息
,

再招商股
,

购料

鸿工
,

庶更勇跃 ( 同前书 《 复沈幼丹制军 》 ) 但是
,

不知道为什么
,

一八七七年魏纶先

却离开上海
,

到湖南去勘矿
。

由此看来
,

岂止
“
苦于无 人创办

” ,

而且在商股
、

公款各

方面
,

洋务派大官僚都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
。

其次
,

从买办商人方面来看
。

也正象湖北候补道彭汝琼所说的那样
,

创办 织 布 局
“
关系华洋利益

,

而且在中国是一件创举
” 。

如果得不 到官府的支持是办不起来的
。

因

此他请求李鸿章和沉葆祯为他奏准成立一个公司
,

正式委派倡议者为总办会办
。

( 光绪

四年
,

湖北候补道彭某呈直隶总督李鸿章
、

两江总督沈葆祯 《 筹建机器织布局察 》 ) 可

见
,

在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
,

商人不得政府许可
,

根本无法创办规模较大的资本

主义近代工业
。

由于洋务 派大官僚同买办商人有些一致的要求和不同的困难
,

所以当一八七八年彭

汝踪提出了筹建机器织布局的建议以后
,

正好符合了洋务派官僚的原议
。

双方以
“
官督

商办
” 的经营方式为纽带

,

开始了他们
“

相互结合
”

的历史
。


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经营方式
,

就是洋务派大官僚同一般官僚
、

商人
、

买办之 间 的 结

合
。

李鸿章和郑观应是这两种势力的典型 的代表者
。

所谓 “
官督商办

” ,

最初的含义是

由官府从各 方面对商人给予支持
,

企业仍然由商人 自己来管理
。

即郑观应所说的
“
官稽

查以征税
” , “

商招股以兴工
” 。

这种经营方式最初的确迷惑了一些 人
。

但是
,

我们应该看到
,

洋务派大官僚和一些买办商人
,

虽然都表示赞成
“
官 督 商

办
” ,

然而其出发点是有重大区别的
。

郑观应主张以商为主
,

以官为护符
,

企 图 借 着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名义
,

避免官府的勒索
,

从而实现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
。

洋 务派

大官僚们却是要以
“
官督商办

” 之名
,

行垄断新式工商业之实
,

从而达到其扩大洋务派

官僚集团势力的目的
,

一八八二年李鸿章在 《试办机器织布局摺》 中
,

为上海机器织布局委派了六个经办

人员
。

他们是
:

三品衔候选道郑观应
、

三品衔江苏补用道龚寿图
、

编修戴恒
、

郎中蔡鸿

仪
、

主事经元善
、

道 员李培松
。

这都是些什么人呢? “
戴子辉 ( 恒 ) 太史为京口望族

,

其尊甫富而好善
; 龚君 ( 寿图 ) 系蔼仁 ( 易图 ) 廉访之介弟

。

亦八闽殷 宦
;
李 君 ( 培

松 ) 久业淮醛
;
蔡君 (鸿 仪 ) 业宏沪雨

,

均当今之巨室
;
香 山郑君陶斋 (观应 )

、

上虞

经君莲珊 (元善 ) 久居沪上
,

熟谙洋 务商情
” ,

( 《 申报 》 ,

一八八O 年十月十六 日
,

《 书机器织布局招商章程后 》 ) 这些当时所谓的
“
商

” ,

显然就是那些 中等官僚
、

世宦

富室
、

盐商巨贾
、

洋行买办等
,

根据以后的发展来看
,

我们不妨把他们划为民族资产阶

级上层
。

如果这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投靠洋务派大官僚的过程中
,

命运并不乐观
,

那

末
,

一般只附股入局的民族资产阶级 中下层的遭遇
,

就更可想而知了
。

这些官僚
、

商人和买办投靠洋务派的时候
,

对 自己未来的命运
,

并没有正 确 的 估

计
,

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
。

而洋务派大官僚却非常明白
,

应该如何向这些 自投罗网的

人开刀
。

三
、

一场同床异梦

我们且看他们是怎样结合起来的 ?

洋务派大官僚需要利用这批官僚
、

商人和买办
,

主要有以下原 因
。

(一 ) 这些人长期以来为外资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
,

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

验
。

这正是洋务派大官僚所缺少的东西
。

因此
,

象郑观应这样的买办商人就成为洋务派

大官僚争相罗致的红人
。

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曾向李鸿章建议
,

由戴恒
、

蔡鸿仪
、

李培

松三人办理局务
。

李鸿章在批示中却突出地强调了郑观应的作用
,

他说
: “ 嗣因创办一

切
,

事繁责重
,

须有熟悉洋务商务精勤练达之 员掣领提纲
。

复札伤郑道观应总办局务
,

常川驻局
。 ” (郑观应 《 盛世危言后编 》 , 《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衔察复北洋通商大

臣李傅相 》 附录 ) 于是买办商人就成为洋务派大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工具
。

( 二 ) 在筹集资金方面
,

洋务派大官僚遇到的困难更大
,

他们本来在创办军事工业

的过程中浪费了大量资金
,

早已感到有转向
“
求富

” ,

从而解决资金 问题的必要
,

这时

让他们拿出大量官款去创办民用性工业
,

显然是不可能的
。

两江总督刘坤一于一 /又/又O

午写给戴恒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
。

大概是戴恒请刘坤一拨官款资助织布局
,

刘回答说
:



“

所惜此间晌细事繁
,

别无闲款可以另筹
,

稍资布置
。 ”

那怎么办呢 ? 刘坤一也看准了谁

有钱
,

他说
: “

除由江海关移知南洋各关商凑外
,

若官绅中殷实解事可以入股襄办者
,

自无不诱掖奖劝
。 ” ( 《 刘忠诚公遗集 》 ,

书犊卷七
, 《 复戴子辉太史 》

。

)

织布局的经办人
,

在一般的商人中间具有一定的威望
。

洋务派大官僚企图利用他们

的威望去招集商股
。

事实也正是如此
,

几个经办人很快就凑齐了资金二十万两
。

其中
,

戴恒
、

蔡鸿仪
、

郑观应和李培松各认招股份五万两
。

仅他们几个人所认招的股份就占了

织布局应招股份的百分之五十
。 “ 郑观应彼时颇为众商所信

,

… …以郑观应所招之股为

数独 多
,

公立议据
,

局中一切银钱帐目
,

责成一手经理
。 ” (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四日两

江总督曾国荃奏
。

) 这批官僚
、

商人和买办不仅成为洋务派大官僚同一般商人进行联系

的桥梁
,

而且成为洋务派大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钓饵
。

通过上述原因可以看出
,

洋务派大官僚所考虑的是 自身的利益
,

只要不动用或少动

用官款
,

就能把企业办起来
,

并且又处于 自己的控制之下
,

洋务派的 目的就算达到了
。

当织布局的股份招齐以后
,

郑观应向李鸿章报告官款已不必再借
,

李鸿章听了很高兴
,

并说
: “

惟股本愈多愈妙 ”
一正不必拘于原议四十万两之数也

。 ” (郑观应 《 盛世危言

后编 》
、

《 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订立织布局合同》 附录
。

) 这正是李鸿章的卑鄙目的

一旦达到以后
,

得意心情之流露
。

商人
、

买办和某些官僚
,

在创办新式企业的时候
,

向洋务派大官僚去找荫庇
,

也有

他们 自己的目的
。

(一 ) 如前所述
, 当时封建势力占统治地位

,

极力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
,

没有

政权力量的支持
,

任何企业都办不成
。

一八七八年十月五 日彭汝踪给北洋通商大臣直隶

总督李鸿章和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沈葆祯的察帖中就说
,

设立织布局
“
未经 皇 上 恩

淮
,

不有官委经理
,

则尽责无权
,

尽心无保障
” ,

所以他要求李鸿章萎派一个官员和他

以及他的三位同道
,

共同经理上海机器织布局
。

郑观应也说
: “ 全恃官力

,

则 巨 资 难

筹 ;
兼集商资

,

则众擎易举
。

然全归商办
,

则土棍或至阻挠
;
兼倚官威

,

则吏役又多需

索
。

必官督商办
,

各有责成
:

商招股以兴工
,

不得有心隐漏
;
官稽查以征税

,

亦不得分

外诛求
;
则上下相维

,

二弊俱去
。 ” ( 郑观应 《 盛世危言 》 卷五

, 《 开矿 》 ) 他又说
:

“
第商务之战

,

既应借官力为护持
,

而工艺之兴
,

尤必借官权为振作
。 ” ( 同上书 ) 这

些情况说明
:

第一
,

当时这些商人买办和官僚
,

已握有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
,

在外国

资本主义的刺激之下
,

产生了投资新式工业的迫切愿望
。

叮几是
,

他们单靠自身的力量
,

尚无法冲决封建势力的网罗
,

于是就反过来向封建势力妥协
,

去找靠山
。

第二
,

中国的

资木主义近代工业
,

处于发生时期
,

洋务派大官僚对待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态度
,

还没

有完全暴露 出来
,

致使他们充满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
。

( 二 ) 这些商人
、

官僚和买办企图通过官府减免税厘
。

彭汝踪最早提出了 这 个 问

题
。

他说
: “

纺织局所织的布匹
,

望能明确规定 只纳和洋布进口同样的关税
,

运往内地

免纳厘金
,

使两种布待遇相等
,

避免我重彼轻
。 ” ( 同前引彭察 ) 以后郑观应也向李鸿

章提 出了这一要求
。

他的理由是上海机器织布局
“
一时未能织质细价高之 布

,

行 销 殊

难
。

可否仰乞宪恩俯念创造之艰
,

筹垫之累
,

准照洋货已进口之例完纳子口税
,

概免抽

厘
。 ” (郑观应

: 《盛世危言后编 》 , 《享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织布局请给独造权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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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免纳子 口税事》) 郑观应并且予料到这样一来
,

必定会引起洋商的干涉
,

李鸿章很可

能因此而不答应
,

所以又提 出了两点理由
:

第一
,

中国土产棉花 自织 自销
,

运货到内地

去
,

根本无所谓进口之说
,

只是由于使用了机器
,

所以照洋货分运之例完纳子口
,

这已

经是很公平了
;
第二

,

更何况这是中国 自己保护本国商民之权
,

更有充足的理由加以回

答
。

李鸿章在一 /又/又二年十一月发的 《 试办机器织布局以扩利源而敌洋产摺 》 中奏准了

这一请求
。

即 “
其应完税厘一节

,

该局甫经倡办
,

销路能否倡旺
,

尚难予计
,

自应酌轻

成本
,

伴得踊跃试行
,

免为洋商排挤
。

拟侯布匹织成后
,

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
,

应照

中西通例
,

免完税厘
; 如由上海通运 内地及运通商地口转入内地

,

应照洋布花色
,

均在

上海新关完一正税
,

概免内地沿途税厘
,

以示体恤
。 ” ( 《 李文忠公全集 》 ,

奏稿
,

卷

四十三 ) 照这种办法
,

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产品
,

在上海零星销售
,

不交任何税厘
,

是即

比洋货少负担百分之五的进口税
;
销入内地时

,

只完一正税
,

又比洋货少负担百分之二

点五的子口税
。

根据这一条
,

是否可以说
,

洋务派大官僚对于民族资本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呢 ? 绝对

不能
。

因为
:

第一
, “ 我们不可忘记

,

手织土布并不享受任何免税减厘的待遇
,

那是要

逢关纳税
,

遇卡抽厘
,

背负着远超过 7
.

5 %的沉重负担的
。 ” (严中平

: 《 中国棉 纺 织

史稿 》 第 103 页
。

) 第二
,

上海机器织布局的
“
资本主要出自中国高级官吏们

。 ” ( 《 海

关十年报告 》 ,

上海
。

载孙毓棠编 《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》 第一辑下册
,

第 10 6 2页
。

)

从开始创办
,

洋务派大官僚就把它看作是自己的私产
,

从各方面加以控制
,

使织布局中

商的代表者受到无法抗拒的排挤
。

到了八十年代以后
,

它的性质起了显著变化
,

成为北

洋的私产
。

显然
,

它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
。

第三
,

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提 出减

免税厘的要求
,

其主要目的就是赢利
,

从而多分得一些利息
。

织布局于一八九O 年开车

以后
,

也确实获得了极高的利润
。

但是
,

这与入股者又有什么关系呢 ? 甚至连盛宣怀都

供认
: “

查该局股分皆系各省绅商
,

仰承宪台札伤招商
,

踊跃入股
,

十年 以 来一无 利

息
。 ” ( 《 规复机器织布局真稿并批 》 载 《洋务运动 》 资料丛刊

,

第七册
,

第 4 92 页
。

)

由于减免税厘给上海机器织布局带来的优厚利润
,

入股者丝毫也没有享受到
。

对民族资

本的保护作用从何谈起 !

( 三 ) 这些商人
、

宫僚和买办
,

还想借助洋务派大官僚的势力
,

对纺织企业取得一

定的垄断权
。

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曾向李鸿章要求
: “ 嗣后上海一隅

,

无论何人
,

有志

织务者
,

只准附人本局合办
,

不谁另立一局
,

显分珍域
。 ” ( 《 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

衔享复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 》 ) 后来郑观应觉得这样还不够
,

又进一步要求对洋商加以

限制
:

’

“
职道等奉伤筹议之初

,

曾经察请上海一隅只准他人附股
,

不淮另 设
,

仰 蒙 批

允
。

惟洋 人如欲仿造
,

尚未有阻之之说
。 ·

“ 一应请宪恩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
,

伤行通

商各 口无论华人
、

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 自纺织
。 ”

( 《享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织布局请

给独造权限并免纳子 口税事 》
。

) 李鸿章在奏折中说
: “

该局用机器织布
,

事属创举
,

自应酌定十年以内
,

袱准华商附股搭办
,

不准另行设局
。 ”

( 《 试办 机 器 织 布 局 以

扩利源而敌洋产摺 》 ) 有的同志根据这一点
,

认为专利十年的要求最初是由商 提 出 来

的
,

李鸿章奏准
,

符合商的利益
,

起到了保护民族资本的作用
。

这也 是 不 能令人同意

的
。

我们不妨把李鸿章同郑观应的主张加以比较
:

从池区上看
,

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
,



只是要求在上海一隅
,

不准另行设局
,

郑观应后来要求扩大到各通商口岸 ; 而李鸿章却

把它扩大到了更大的范围
。

从对象上看
,

郑观应主张无论华人
、

洋人均不得在限内另 自

纺织
;
而李鸿章不敢提对洋人的限制

,

却扩大了对华商的垄断
。

这种垄断对民族资本主

义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是极其严重的
。

甚至洋务派大官僚 自己所办的享 有
“
专 利 十

年 ” 垄断权的上海机器织布局
,

也并没有办 成功
。

正是由于商人
、

买办和一些官僚
,

需要得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支持
,

同时又受到洋务

派大官僚某些言论的迷惑
,

更增加了他们对于
“
官督商办

”
经营方式的幻想

。

通过下述

事实就足以证 明
。

织布局在创办过程中
,

于一八 /又七年
,

遭到了巨大的亏折
。

当时的情况是所谓
“
洋

匠羁留 日久
,

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
,

势将兴讼
。 ” ( 光绪十五年十 月十四

日两江总督曾国荃等奏
。

) 在这种极度危机的情况之下
,

股商当中有人提 出了挽救危局

的建议
。 “

股商沈善行等另议招股
,

察由江海关道转察北洋大臣札委龚彝图接办
,

重立

条规名为新股
,

以从前股分票为老股
。 ” ( 同上奏 ) 具体的办法是

:

尚存的二千九百余

老股
,

每股加价银三十两
,

以辅助新股
,

限定加价日期
;
其逾限不加之股票

,

以三股折

作一股
,

换给新票
。

这个办法对于不愿继续加价者是个很大的压力
,

如果不加价
,

二百

一十两就立刻变成一百两
。

还有比这再苛刻的条件吗 ? 这一办法公布后
,

截止光绪十四

年 (一 /又/ 、 /又年 ) 六月止
,

女瞰加价银者共有一千六百股
,

占老股二千九百余股的百分

之五十五
。

收回银四万八千两
。

这说明
,

当时筹集资金比较容易
,

织布局在最初招股时

就比较顺利
。

在 开车以前每股就亏折了百分之三十的情况下
,

让他们每股加价 银 三 十

两
,

仍然有大部分商股很快补足了这个数 目
。

尽管他们握有较巨量的资金
,

却没有独资

创办纺织业的可能
,

对于三股并为一股这一严重阿题
,

他们并没有抵制和抗拒
,

却仍旧

自投罗网去依附
“
官督商办

” ,

从而为 自己找到靠山
。

民族资本在当时的处境之艰难
,

由此不难窥见
。

四
、

商人的幻想破灭 了

上海机器织布局
,

从一八七八年开始筹建
,

到一八九三年被焚毁
,

一共有十五年的

历史
,

按其发展情况
,

可以分为三个阶段
:

(一 ) 一八七八年
,

彭汝踪向李鸿章和沈葆祯请求奏准设立上海机器织布局
,

李鸿

章听了彭的设厂计划以后说
: “

本大臣与沈大臣将保障你不受任何方面的干阻
。 ” 同时

委派郑观应任襄办
。

郑观应不肯居于彭汝琼之下
,

再三推辞
,

勉强接受札委
。

不久
,

二

人就闹翻 了
。

郑批评彭
: “

或独断而不相谋
,

或会商而不见纳
。

惟每至需款紧要
,

无论

巨细
,

事事责成
。 ” 又说

: “
今贻误在即

,

纵使毁家
,

亦于公事无 补
。 ” (郑 观 应

:

《 盛世危言后编 》 , 《察辞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宜 》
。

)

以彭汝琼同郑观应相比
,

彭的资历较高
,

所以最初
,

李鸿章任彭为督办
,

任郑为襄

办
。

但是从郑观应所具有的洋务商务知识
,

在众商当中的威望
,

以及所具有的实力等方

面看
,

要远远高于彭汝踪
。

郑观应正是在一八七八牟一 一八七九年经办 山西账捐得到

李鸿章的赏识以后
,

被委任襄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
。

郑岂肯受制于无知的彭某
,

紧接着



李鸿章就借着买办商 人之间这种矛盾
,

一脚踢开了彭汝踪
。

并且说
: “ 彭革道汝踪

,

人

素荒诞
,

去冬察请承办机器织布局事务
、

本大臣甚不相信
。 ” 又说

: “
是彭前道作事虚

伪
,

专意骗人
,

毫无实际
,

其心术品行
,

至穷老而不改
,

可鄙已极
。 ”

( 《 察辞北洋通

商大臣李博相札委会办上海 机器织布局事宜 》 附录
:

) 一八七九年四月 《 北华捷报 》 刊

登了该局 “ 最初创办人中间起了分裂
”
的消息

。

从此再也听不到彭某的姓氏
,

全厂的擎

划主 要依靠郑观应经手
。

彭汝琼究竟有些什么间题
,

我们知道的很少
,

但是作为从商 人方面来的上海机器织

布局的第一个筹建人
,

从此退出了织布局的历史舞台
。

( 二 ) 一八七九
-

一 一八 /又三年的四年中间
,

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营管理工作
,

主

要掌握在 郑观应手中
。

应该说
,

织布局的基础是在这四年中间奠定的
。

郑观应在此期间

的言论和行动
,

代表了商人的要求和利益
,

他的功绩应该肯定
:

第一
,

郑观应对创办织布局所抱的态度是认真的
、

负责的
。

从一开始
,

就希望把织

布局办好
。

他说
: “

会议之初
;

观应言事属创举
,

关系中外交涉
,

同事不必求多
,

发端

不妨小试 尤要在股分本银
,

明见实数
,

身在局中
,

断不可稍涉虚假
,

步步踏实
,

方足

以广招徕
。 ”

( 同前书 )

第二
,

织布局的资金
,

是在此期间筹集起来的
。

郑 观应为此付出了巨大 的 努 力
,

,’L又郑观应所招之 股为数独多
。 ”

第三
`

郑观应在织布局创办过程 中
,

也赔了不少钱
。

他说
: “

自冬至 今
,

皆于捉襟

见肘之时
,

为剂 肉补疮之计
,

甚至房租食用
,

亦须代措
。 · “ 一统计观应所垫已万余

,

私

债挪移者尚不在内
。 ” ( 同前书 ) 李鸿章知道这件事以后

,

对郑观应大肆夸奖了一番
,

所谓 “ 该道性情谨厚
,

遇事商劝
,

尽力维持
,

至挪垫巨万
,

而局务仍无就绪
,

其与人为

谋之忠
,

亦可敬矣
。 ” ( 同前书 )

第四
,

织布局的一些重要规章制度
,

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
。

例如
:

减免税厘
,

十

午专利等等
,

都与郑观应有密切关系
。

第五
,

在聘请工程师
,

派人带中国棉花 出洋试织
,

汀购机器
,

勘查局址
、

派 人出国

学习植棉方法等等方面
,

关吕观应都付 出了很大的代价
。

经过郑观应的一番苦心经营
,

织布局的基础建立起来了
。

织布局订购的机器
,

在一

/又/又三年运到上海
。

就在同一年
,

郑观应却脱离了织布局
。

郑观应离开织布局的原因
,

值得进一步研究
,

绝不能单纯从现象上看
,

认为这是由于他挪借公款
,

被 人揭发
,

藉此

离职
。

郑观应离开织布局
,

实际上是商人的代表受到排斥的又一具体事例
。

有一点可以肯定
:

即郑观应离开织布局并不是他挪移公款之事被揭发以后
。

他在一

八 / 、三年离开织布局
,

擅挪公款事在一八 /又四年被龚寿图揭发
。

到一八 /火八年李鸿章致

张之洞电稿中提到
“ 郑观应经理不实

” 。

( 《李文忠公全书》 电稿卷十
, 《 寄粤督张香

帅 》
。

) 一 人 /火九年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晨上奏
,

却要求对经办织布局 的龚寿图兄弟进 行

调查
。

这样的人在事隔五乍之久以后
,

还不知道郑观应挪用公款之事
。

同年两江总督曾

国荃将调查结果 上奏
,

其中说
: “

该局原招五千股
,

郑观应察叙仅实收银三十五万二千

八百两
,

其余银十四万七千二百两
,

全系股票存局作为押款
。

其已收股银三十 五 万 余

两
,

除付购办机器等项成本银二十万九千余两外
,

其余很十四万三千余两
,

或已放出
,



或押股票
,

均无实银存局
。

此郑观应经收股本
,

并未开办先已亏折
,

与龚寿图等均无干

涉之情形也
。 ” (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四 日两江总督 曾国荃等奏

,

载 《洋务运动 》 资料丛

刊
,

第七册
,

第 4 51 页 ) 郑观应对此事有自己的解释
,

他在给马建忠的信中说
: “ `

准所

购机器地基
,

一切颇费心力
,

无不照价实报
,

毫无经手扣折等弊
。

曾购地百亩
,

每亩价

不过百元
,

今时值应加数倍
。

至所欠往来帐押款及布郎地基押款
,

李伯记
、

王药记等欠

项
,

俱于甲申
、

乙酉两年
,

兄汇有现银及布局股票
,

寄交经君莲珊代收清 还
。

今 所 赔

者
,

乃布告当时急需将存票押出吃亏之数
。

兄受屈不辩
,

宁愿受亏
,

诚恐和盘托出 株

果多人
,

贻误大局
。 ”

( 《盛世危言后编 》 , 《致马眉叔观察书 》 )

即使郑观应被别 人揭发的全属事实
,

能不能足以构成他离开织布局的理由呢 ? 根据

徐蔚南 《上海织布局的始末 》 所揭发
,

专办官务的龚寿图问题也不少
,

然而龚寿图没有

离开织布局
,

只是由其弟接任
。

唯一的解释只能是
,

由于织布局内部的经办人员之 间存在着矛盾
,

郑观应被排济了

出来
。

这种矛盾一开始就存在
。

一 ; 又/又O 平李鸿章委派郑观应
、

龚寿图等会同 招 商 试

办
,

不久又提升郑观应总办局扮
。

忧象当初郑观应不愿甘居彭妆琼之下一样
,

龚寿图也

不肯居郑观应之下
。

龚寿图以
“ 禾能常川驻局

” 为理由
,

真请札伤郑观应专管商务
,

自

己专管官务
。

郑观应在织布局的处境是困难的
。

《 上海机器织布局同人会衍票复北洋通商大臣李

傅相 》 一文中提到
: “ 窃以为得 人既难

,

尤难任用始终也
:

集款既难
,

尤难概 归 搏 节

也 ;
立法既难

,

尤难持久不变也
。 ” 这三 :.. 问题的提 出

,

反映了郑观应 等 的 要求和忧

虑
。

后来郑观应向李鸿章诉苦说
: “ 织局事皆创见

,

并无素 习之 人
,

各项执事颇繁
,

即

人即不能少
, · ” 一无论 荐引纷沓

,

知人恭难
,

即尽却情面
,

而迹涉专擅
,

人少全材
,

负

揽权之名则易
,

收得人之效则难
。 ” ( 《桌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订立机器织布局合同 》 )

李鸿章只好鼓励他一番
: “

该道务宜破除情面
,

因才器使
,

正不必以揽权为嫌
。 ” ( 同

前揭又附录 ) 这些情况表明
:

在织布局内部
,

尤其在专办官务阅专办商务者之间
,

存在

着尖锐的矛盾
。

一八八三年龚寿图察请交卸局务
,

由其弟龚彝图接任
,

仍专办官务
。

就在同一年
,

织布局的第一 个莫基人
,

号称最得众商信任
,

集股最多的郑观应 也离开了 织 布 局
。 ,

从

此
,

织布局结束了商人的管理
。

织布局商办的性质减少
,

官办的性质增加
。

郑观应最初曾把
“
官督商办

”
的经营方式理想化

。

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以后
,

他的幻

想破灭了
。

他在一首诗中写道
: “ 名为保商实剥商

,

官督商办势如虎
。

华商因 此 不 及

人
,

为丛驱爵成怨府
。 ” ( 《罗浮漪鹤 山人诗草 》 ) 此后

,

他积极主 张 无 论铁路
、

轮

船
、

纺织
、

制造等等各业
,

应 “ 一体准民间开设
,

无所禁止
,

或集股
,

或 自办
,

悉听其

便
,

全以商贾之道行之
,

绝不拘以官场 体统
。 `

,
( 《 盛世危言 》 自序 ) 这实际上就是他

经营
“
官督商办

”
企业所得经验教训的总结

。

(三 ) 一八八三年郑观应退出织布
.

局以后
,

由龚寿图兄弟
、

盛宣怀
、

经元善等 相继

主持
。

一八 /又七年龚照暖受李鸿章札委清查局务
,

督 同重办
。

一八八七 佗 年底
,

李鸿 幸

命杨宗漆 与龚彝图整顿局务
。

织布 局后期的负 黄者
,

主 要是杨宗沁和杨宗瀚兄弟
。

龚照

缓和杨氏兄弟都在织布局投有巨资
。

李鸿 食本 人和北洋其他官潦也有相当数量的股本
。



一八九 O年前后
,

北洋系官僚被织布局将 要获得或已经获得的高额利润所吸引
,

逐步排

挤买办商人出身的人
,

直按把管哩权夺取过来
,

牢屯地掌捉在 ;1[ 己手中
。

从而使织布局

的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
。

在这一阶段
,

一 , 、 九 O 年马主忠曾一度总办局务
,

迫是
。

他的处境甚至比郑观应更

坏
。

他在一八九一 年给李鸿章的电文中说
: “ 织局前奉拔款四 I

一

万
:

内代前局垫付约三

十一万
,

付添购已到机价约十三万
,

付添造正厂
、

轧龙 !一与少厅扮矢间住房约五万
,

所余

汉万余两
, · 。 ·

…英式粗细纱机不 i」可到
,

到即需款
。 ”

( 《 洋务运动 》 资料丛刊
,

第七

册
,

第拓 8一 4 5 9页
。

) 资金如此困难
,

李鸿章不但不想法解决
,

反而责备他
: “ 总 由汝

办事一味空阔
,

术能处处踏实
。 ” ( 同上书第 4 59 页

。

)

马建忠和杨宗漆后来 脚样受到排挤
。

当一八九三
产

1
’

织布局被焚以后
,

李鸿章突然派

盛宣怀代替了杨氏兄弟
,

翁同粼记此事洗
: “

得杨艺芳函
,

欲 另开纱局
。

至布局
,

则合

肥杳荪回沪集股
,

艺芳兄弟无分
。 ”

( 《 翁文恭公日记 》 第三十二册
,

第 77 页 ) 杨宗镰

受到排挤以后
,

产生了独立设厂的计划
。

但是他的计划
,

直 到中日甲午战争以 后 才 实

现
。

象杨宗廉这种人
,

原来属于北洋系官僚
,

深得李鸿章信任
。

后来因官僚之 间的矛盾

受到排挤
,

他在当时的实力仍然是雄厚的
。

尽管如此
,

他的设厂计划也没有在洋务运动

期间得到实现
,

那末一般的民族资本就更不必提了
。

马建忠经济力量不雄厚
,

政治上没有可靠的后台
,

一推即倒
,

成为一个改 良 主 义

者
。

一八九O 年他曾经对织布局的
“
专利十年

” 大肆反对
,

他说
: “ 光绪十五年曾经北

洋大臣李奏设织布局
,

乃事隔十年
,

仍未奏效
,

询其所由
:

则以货本不充
,

办理者或未

尽善
。

今则重为整顿
,

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局
,

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
,

每 日开

织抵五六百匹
,

岁得十八万匹
,

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 耳
。

则十年之间所夺 洋 人 之

利
,

奚窗九
,

牛之一毛哉 ! ” (马建忠 《 适可斋记言 》 卷一
, 《 富民说 》

。

)

一八九三年
,

织布局被焚以后
,

李鸿章为什么要直接派盛宣怀重加整顿呢 ? 据当 }卜于

的评论说
: “ 因为他的身份

、

势力
、

财力都适于担当此任
。 ” ( 《 捷报 》 一 /又九三年十

一 月二十四 日
,

见孙毓棠 《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》 第一辑下册第 1 0 7 6页 ) 上海机器织布

局这个
“
官督商办

” 企业的历史
,

就是洋务派大官僚对民族资本由引诱募集到逐渐加以

侵吞剥夺的历史 ; 就是洋务派大官僚对于一般官僚商人和买办由利用到排挤的历史
。

“
官督商办

” 的经营方式
,

诚然是把官与商连接起 来的一种组织形式
。

但是
,

这种

形式并没有对民族资本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
。

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历史足以证明
: “

官督

商办
” 的经营方式

,

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
。


